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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 2013~2020 年台灣高科技產業上市公司為樣本，利用負二項分析探討上市公司家族企業 CEO 與 TMT

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之影響，並加入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董事會權力、家族參與 TMT 作為干擾變數，進一步檢

視公司內控機制對 CEO 與 TMT 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間的影響。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家族企業 CEO 與 TMT 權

力距離對綠色創新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家族參與 TMT 會增加家族企業 CEO 與 TMT 權力距離與綠色創新的負向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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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Family participation in TMT. 

1. 緒論 

本章主要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背景；第二節為研究目的。 

1.1 研究動機與背景 

近年來，許多文獻發現「綠色創新」是維持環境管理的關鍵因素(Arenhardt et al,2016)。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

空氣和海洋污染、全球暖化、資源枯竭、生物多樣性破壞等問題浮出水面(Shao, 2020)，保護環境成為社會及企業

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Ruggerio, 2021)，綠色技術則是提供社會及企業持續發展環境保護的關鍵因子(Silvestre & 

Ţîrcă, 2019)。綠色創新可以減輕環境負擔(Faucheux & Nicolaï, 2011)，引導組織獲得持續性的競爭優勢(Hur et 

al.,2013)。例如，近年來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家族企業紛紛以新的思維推動綠色成長，諸如台泥從水泥製造與銷

售為主的企業，朝向「綠色經濟」大步邁進，積極轉型升級成為綠色環境工程公司(黃彥鈞, 今周刊, 2023)。環保議

題持續成為企業關注的焦點，越來越多家族企業開始朝向綠色創新方向發展。 

雖然綠色創新是未來的趨勢也是現在進行式，然而家族 CEO 在社會情感財富影響下，家族所有者專注於維持

家族的獨立控制和決策權，將家族視為核心經濟目標(Kotlar & De Massis,2013)，較不願意擔負創新所帶來的高風險，

慣性規避風險不願意冒險參與創新活動(Zahra et al., 2004)，因而影響家族 CEO 投資綠色創新活動的意願(Filser et 

al,2018)。但家族企業 CEO 推行綠色創新的過程中需要高階團隊成員的參與以及管理(Phan, Wright, Ucbasaran & 

Tan,2009)，因此，高階團隊成員對於創新策略的執行力及參與決策的權力大小(Greve & Mitsuhashi, 2007)，都將攸

關家族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結果。 

在家族企業中，家族 CEO 常是綠色創新主要決策者，強而有力的 CEO 權力可以有效刺激企業的創新投資，幫

助企業帶來更多的報酬(Sheikh,2018)， CEO 的權力來自於相對於其他正式職位的結構性權力(例如董事會主席)的

職位和 CEO 所擁有的大量股份的所有權，以及 CEO 在執行管理或其他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中獲得之專業權力與藉

由個人地位或在機構環境中的威望來獲得聲望的聲望權(Finkelstein, 1992)。以往研究發現 CEO 與 TMT 的權力不對

等所造成的權力距離可能會影響 CEO 領導風格與 TMT 創造力之間的關係(Bluedorn & Lundgren,1993)，顯示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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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TMT 的權力距離可能對創新策略的形成構成影響，研究發現當 CEO 權力大於 TMT 權力，權力差距會導致權力

分配不平等，使 CEO 可以引導其他高階主管將關鍵資源和注意力集中到反映至 CEO 偏好的策略上(Greve & 

Mitsuhashi, 2007)，其他高層管理人員傾向於遵從 CEO 的觀點而不是挑戰他們(Bourgeois & Eisenhardt, 1988)，因此，

當 CEO 權力過大時，會使 TMT 對創新策略和問題的討論可能不再那麼活躍；相反的，若 CEO 權力小於高層管理

團隊(TMT)權力，可使 CEO 和 TMT 成為集體決策機構(Vroom & Yetton, 1973)，在這種背景下，CEO 和 TMT 之

間的分歧會減少而進行更多的非正式協商，意味著當 CEO與 TMT權力差距越小時，CEO更願意傾聽 TMT的意見，

並給予正面回應。由於綠色創新的能量源自於對於外部資訊更多元的取得，掌握權力較小一方的 TMT，會逐漸形

成沉默螺旋，將限縮 TMT 成員提供建議的窗口，降低 TMT 的創造力(Yao & Liu,2023)，削弱 TMT 識別並善用綠色

創新機會與資源的能力，而不利綠色創新資訊的分享。 

過去文獻對於探討家族企業 CEO與 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議題的相關文獻仍有限，大部分著重於探討 CEO

與 TMT 成員具有同等權力和影響力的情境下探討對創新策略的影響(Zhang, Liang, & Chen,2021)，這種觀點不足以

支持 CEO-TMT 互動對綠色創新的綜合影響力；此外，現有探討關於 CEO-TMT 構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人口統計差

異上，例如 CEO-TMT 權力差異(Li＆Jones,2019)和 CEO-TMT 海外經歷差異(Xu,2023)，然而，對於 CEO 和 TMT

成員之間多重特徵的共同影響缺乏充分的考慮(Tsui & O'reilly,1989)。事實上 CEO 與 TMT 在權力上著實具有不同的

權力地位，不同的權力地位會影響決策模式，特別是在持有高股權的家族企業 CEO 更為明顯(Kotlar & De 

Massis,2013)，因此，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動機為探討家族企業 CEO 與 TMT 權力距離如何影響綠色創新。 

董事會為公司的最高決策單位，因此，董事會結構亦會影響公司之創新策略(Wang et al,2018)，董事會為公司

的營運提供了策略重點並影響公司績效(Thams et al,2018)，而董事會成員的組成，將影響決策品質，諸如，董事具

有獨立性可以減少管理自由裁量權和壁壘，從而避免研發投資的操縱，降低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 (Garcia 

Osma,2008)，而具備多國籍身份的獨立董事對於董事決策的影響性研究顯示具有正反向不一的調節作用，持正向意

見認為外籍董事可以加強外國和當地資源之間的聯繫，並為外國公司帶來數字化轉型的成功經驗(Harjoto et al,2018)。

Giannetti et al(2015)指出外籍獨立董事具有外國經驗的董事，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經驗或兩者兼而有之；Estélyi & 

Nisar(2016)認為國籍多元化程度較高的董事會更有可能對國際市場的需求有更廣泛的了解，利於企業的創新。

Bernile et al(2018)發現外籍董事透過發揮積極的監督和建議作用來提高公司價值。持反向意見者則認為獨立董事國

籍多樣性干擾決策過程之影響，Belkacemi et al(2021)提出讓外國董事加入董事會可能會為公司帶來不利，如需適應

當地文化和新住所及語言和溝通障礙涉及心理因素，可能需要外國人花時間適應公司，並可能導致衝突。由於獨立

董事多國籍經驗也是影響公司綠色創新決策重要因素，故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動機為進一步探討獨立董事多國籍是否

對家族企業 CEO_TMT 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產生干擾效果。 

除了董事多國籍經驗會影響家族企業 CEO_TMT 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策略外，董事會的權力亦會影響創新決

策的形成，董事會的獨立性通常與外部董事的存在有關，當董事會中的外部董事比例愈高時，代表董事會監控的權

力愈大 (劉韻僖 ,2006)，外部董事是董事會的非家族管理成員其獨立性與董事會的實力之間存在密切關聯

(Beasley,1996)，因為外部董事在分析公司的管理和行為時表現出更大的客觀性和獨立性(Ibrahim & Angelidis,1995)。

當家族企業中外部董事於董事會佔比高時，其董事會呈現較高的獨立性(Abdullah, 2016)。隨著外部董事的增加可以

提升董事會的權力和效能，還能有效削弱家族企業 CEO 權力，進而促進家族企業 CEO 對綠色創新的決策，如鄭儒

鈺、楊雪蘭(2020)提到，外部董事成員是非任職於企業中，與公司較無利益關係，因此外部董事會能以客觀的角度

及專業之見解對公司以及家族企業 CEO 提出良好的建議，甚至部分外部董事能透過其在業界之影響力或資源，為

公司謀取最大利益，進而發揮董事會監督機制，若與內部董事會相比，外部董事會較能發揮監督家族企業 CEO 的

功能，因董事會權力也會影響綠色創新決策，因此本研究第三個研究動機為探討董事會權力是否調節家族企業

CEO_TMT 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影響。 

再者，除了董事成員外，TMT 的組成亦是影響策略的因子，過去研究顯示，家族企業存在與自我控制能力較

低和裙帶關係相關的代理問題，這可能會導致創業活動減少，並且在激進創新或加入策略聯盟時不願意承擔風險

(Zahra, 2005)，TMT 中的高家族比例增加了對家族目標和價值觀的關注，導致以犧牲公司為代價來追求家族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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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ascia et al., 2013)，從而避免冒險的探索性風險(Gomez-Mejia et al,2007)。因為家族成員擔任 TMT 時為避免失敗

並保護他們的投資傾向阻止探索式(Hiebl, 2015)和激進式的創新(Li & Daspit, 2016)。Matzler et al(2015)研究發現當

TMT 家族管理者比例較高時則創新投入較少，將導致產品組合績效低(Kraiczy et al., 2014)。當 TMT 由非家族管理

者組成時，非家族 TMT 能發揮自身專業，促進家族企業的變革與創新(Cruz & Nordqvist,2012)，且非家族管理者的

代表性不足也剝奪了組織在 TMT 中帶來新穎見解和批判性觀點的關鍵知識和專業知識(Kraiczy et al.,2014)，換句話

說，因為家庭成員的增加促進了知識和觀點的同質化，導致 TMT 缺乏認知多樣性，這阻礙了綠色創新的建設性辯

論。此外，當一小部分非家族管理者參與其中，為 TMT 帶來異質知識和想法時，他們的聲音往往會因為家族權力

過大而被忽視(Tabor et al,2018)，這改變了家族企業利用認知多樣性來有效選擇和利用綠色創新措施的能力。由於

過去文獻多為研究 TMT 成員的特徵、態度和行為與公司的整體績效密切相關(Wang et al,2016)以及性別(He & 

Jiang,2019)、環境問題(Tang、Walsh、Lerner、Fitza & Li,2018)、傲慢(Arena et al,2018)和時間認知(Liao,2016)促進綠

色創新的參與。現有研究尚未闡明家族參與 TMT 干擾家族企業 CEO_TMT 權力距離對企業綠色創新之間的影響，

故本研究第四個研究動機為探討家族參與 TMT 是否調節家族企業 CEO_TMT 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影響。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相關研究中較少探討的領域:「家族企業 CEO_TMT 權力距離」，並探討在此背景下「綠色創新」所

扮演的重要角色。根據以上背景與動機之說明，本研究歸納出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家族企業 CEO_TMT 權力距離是否對綠色創新產生影響。 

2.探討獨立董事的國籍多樣性是否調節家族企業 CEO_TMT 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影響。 

3.探討董事會權力是否調節家族企業 CEO_TMT 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影響。 

4.探討家族參與 TMT 是否調節家族企業 CEO_TMT 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影響。 

2. 文獻探討與假說 

本研究主要探討家族企業家族 CEO_TMT 權力距離是否對綠色創新有影響，並加入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董

事會權力、家族參與 TMT 為干擾變數，研究干擾變數是否會導致家族企業 CEO_TMT 權力距離和綠色創新的影響。 

2.1 文獻探討 

2.1.1 綠色創新(Green Innovation) 

綠色創新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綠色發展水平衡量，二是綠色創新驅動因素研究，著重經濟發展和政

策體系的視角。根據Wang & Li(2019)等學者提出利用綠色創新數據包絡分析(DEA)方法構建了綠色創新效率的測度; 

Stucki & Woerter(2018)指出企業產品競爭、Yan et al.(2021)指出企業的綠色科技創新是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具體

體現，可以減少環境污染，促進社會的永續發展;Chen & Colleague(2021)研究指出，衡量綠色技術創新的三個主要

指標之一是綠色專利數量。 

不少學者對綠色創新提出不同看法，如Eiadat et al.(2008)認為綠色創新是指強調減少浪費、預防污染和實施環

境管理體系的創新;Bai et al.(2019)將綠色創新定義為透過污染控制、節能和廢物回收來保護自然環境的新產品或新

工藝的開發。綠色創新是利用綠色相關技術創新節能、防治污染、回收廢物、設計綠色產品(Cheng, 2020)。Magat(1978)

提出綠色創新是協調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關鍵因素，這對於提高企業的綠色競爭力和激發其創新能力也很重

要;Castellacci & Lie(2017)綠色創新可以被定義為一個有助於創造新產品和技術的過程，其目的是減少環境風險，例

如開發能源的負面後果。近來研究揭示了綠色創新的驅動因素包括Lee et al.(2016)社會期望、董事會的影響

(Dixon-Fowler et al., 2017)、組織資源和能力(Leonidou et al., 2017)、Francoeur et al.(2017)高管薪酬;Adegbile et al.(2017)

提出綠色創新可以刺激企業環境績效;Chen et al(2006)提出綠色創新需要創造新的、環境友好的技術和知識，然後將

其實施到產品或服務生命週期的所有環節;過去的研究已經指出綠色創新在提升競爭優勢方面可發揮積極的作用，

Weng et al(2015)也發現綠色產品和流程創新不僅可以減少企業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提升企業品牌形象，還可減少浪

費與成本進而提高公司的財務和社會績效。過去研究顯示具有綠色創新能力的組織比競爭對手擁有更好的整體績效

(Albort-Morant et al., 2017)，綠色創新不但具有內部驅動及外部回應的理念且具有新穎性和創新價值的特點，以及

節約資源和改善環境的屬性(Carrión-Flores & Innes, 2010)，因為透過綠色資源和能力來快速、適當地回應客戶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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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可以為組織添加無形價值和資產(Allameh, 2018)。 

雖然綠色創新對於家族企業的競爭力、績效和成長非常重要(Sanchez-Famoso et al., 2019)，但家族企業在創新

方面仍然面臨著許多挑戰(Diaz-Moriana et al., 2020)，比如Crawford(1987)提出家族企業擔心新產品產生過高的失敗

率，將會影響公司的聲譽及財務表現且家族企業比傳統企業更不願意尋求外部創新來源(Cassia et al., 2012)和尋求外

部資金(Block et al., 2013)，這些因素說明了家族企業對於這些風險的擔憂，然而這些擔憂可能成為創新的障礙，使

得家族企業在創新方面面臨一定的困難。 

綜合上述，本研究參考Hall & Helmers(2013)將綠色創新定義為，凡企業透過取得綠色專利，以減少對環境的負

面影響，並提高資源有效利用的任何專利技術均屬之。 

2.1.2 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CEO-TMT power disparity) 

根據Finkelstein(1992)的定義，我們可以將CEO權力解釋為「個體行為者發揮其意志的能力」。Daily & 

Johnson(1997)認為CEO的權力有多種來源。首先，結構性權力可以來自CEO相對於其他正式職位(例如董事會主席)

的職位;其次，Finkelstein(1992)發現，所有權權力取決於CEO所擁有的大量股份;此外，CEO的權力可以從CEO在執

行管理或其他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中獲得之專業權力;最後，CEO也可以藉由個人地位或在機構環境中的威望來獲

得聲望權力。近來有一些學者研究發現當CEO權力大於TMT權力，將會在決策上帶來一些負面影響，Greve & 

Mitsuhashi(2007)發現CEO與TMT之間的巨大權力差距會導致權力分配不平等，因為 CEO 可以引導其他高管將關

鍵資源和注意力集中到反映 CEO 偏好的策略上; Bourgeois & Eisenhardt(1988)提出權力大的CEO很可能會主導團

隊會議，而其他高層管理人員將傾向於遵從CEO的觀點而不是挑戰他們; Keltner、Gruenfeld &Anderson(2003)認為

權力高的CEO也可能會破壞團隊內的資訊共享，因為權力高的人經常不給人話語權甚至打斷別人發表意見，並且想

要引導他人的談話。因此，當CEO權力過大時，會使TMT對創新策略和問題的討論可能不再那麼活躍;相反的，若

CEO權力小於高層管理團隊(TMT)權力，Arendt et al. (2005)認為差距的縮小使得TMT成員可以用更少的資源來影響

TMT決策。在此背景下，CEO 和 TMT 共同充當集體決策機構，換句話說，決策的各方面都由CEO與TMT集體決

定的;Vroom & Yetton(1973)也提到這種團隊導向或集體決策形容為「民主」的決策風格。在這種背景下，CEO 和 

TMT 之間的分歧會減少，CEO 和 TMT 的其他成員之間可能會進行更多的非正式協商，意味者當CEO與TMT權

力差距越小時，CEO更願意傾聽TMT的意見，並給予正面回應。 

根據過去學者們認為CEO及TMT之間產生權力差距提出不同觀點，Tang et al.(2011)將CEO_TMT權力差距定義

為CEO 相對於 TMT中其他高管的權力，且Carpenter & Sanders(2002)認為可影響公司策略和績效結果，特別是CEO

與TMT之間的權力差距體現在CEO與TMT薪酬差距的大小上;Shen & Cannella(2002)認為那些獲得比高層管理團隊

(TMT)中其他高管高得多薪酬的CEO被認為擁有更多的權力和合法性，Finkelstein(1992)提出這可能使他們能夠對公

司決策行使更多權力;Tuggle, Sirmon, Reutzel, & Bierman(2010)指出高層研究通常認為 CEO是 TMT的領導者，而不

僅僅是另一個成員，因為 CEO 比其他高層管理人員擁有不成比例的權力和權威，並且影響 TMT 流程，Harrison & 

Klein(2007)利用資源型CEO_TMT斷層(Resource-based CEO_TMT faultlin)來衡量CEO_TMT的特性，認為CEO_TMT

斷層線表明TMT內部的資源分配具有清晰的層次結構。這是因為基於資源的特徵(例如政治地位和管理權力)的分佈

是不對稱的;Eisenhardt & Bourgeois(1988)也指出，CEO通常位於TMT的高層，這表明CEO超過其他 TMT 成員的觀

點。 

2.1.3 獨立董事的國籍多樣性（Independent Director’s Nationality Diversity） 

Thams et al.(2018)提出董事會對於公司的運營至關重要，因為它提供了策略重點並影響公司績效。董事會在公

司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有兩個主要職能：監督高層管理人員的重大公司決策並為其提供建議(Adams & Ferreira, 

2007)，而獨立董事所具有的專業知識對董事會諮詢作用和公司績效具有影響力(An et al., 2021)。獨立董事可以提供

管理者建議並監督及參與企業創新策略的製定，幫助高層管理人員識別、澄清和評估創新項目(An et al., 2021)。

Garcia Osma(2008)則認為獨立董事可以減少管理自由裁量權和壁壘，從而避免研發投資的操縱，因為他們不太可能

接受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Huson et al.(2001)揭示了獨立董事與公司績效之間的正相關關係。 

但董事會成員的多樣性提供更多不同資訊的來源及想法，Lau et al.(2014)即認為董事會中存在外籍董事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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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有正向關係，能促進家族企業發展綠色創新策略。而Giannetti et al.(2015)認為外籍獨立董事的經驗來自於

不同國情的教育背景及工作經驗，而不同的外部經驗可能為公司帶來改變，過去研究發現多國籍獨立董事對公司決

策的產生正反向影響，Belkacemi et al.(2021)提出讓外國董事加入董事會可能會為公司帶來不利，如需適應當地文

化和新住所及語言和溝通障礙涉及心理因素，可能需要外國人花時間適應公司，並可能導致衝突;Van Veen et al.(2014)

提出聘請外籍董事可以幫助跨國公司對在其他國家的子公司建立更大的控制權，意味著外國董事可能更容易做出改

變，這在創新等高風險決策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Estélyi & Nisar(2016)認為國籍多元化程度較高的董事會更有

可能對國際市場的需求有更廣泛的了解，利於企業的創新。Bernile et al.(2018)發現外籍董事透過發揮積極的監督和

建議作用來提高公司價值。Giannetti et al.(2015)證實外國董事對公司績效具有積極影響。在日本，許多獨立董事都

是終身僱員，退休後被聘為公司董事會成員。有了這樣的長期承諾，這些獨立董事可能會引導公司走向可持續增長，

而不僅僅是為了短期利潤(Bauer et al., 2008)。 

2.1.4 董事會權力（Board Power） 

對家族企業來說，當董事會中的外部董事比例愈高時，代表董事會監控的權力愈大，較能發揮制衡CEO的效

果，以發揮公司治理的監控機制(劉韻僖,2006)，而Abdullah(2016)將外部董事定義為董事會中非管理成員，且與家

族企業成員無關的董事，公司董事會中外部董事居多時，其董事會呈現較高的獨立性(Beasley,1996)，因此家族企業

可透過外部董事來有效減少利他主義和代理成本引發的情況(Voordeckers,2007)，從而維護公司的聲譽(Fama & 

Jensen,1983)。因為獨立董事在分析公司的管理和行為時表現出更大的客觀性和獨立性也提出外部董事會可為企業

帶來多元的資源，如資訊、技能、接觸關鍵成員的機會以及合法性，藉由外部董事會將自身專業知識帶入家族企業

發揮更廣泛的作用(Hillman et al,2000)，並增強決策過程的多樣性(Forbes et al.,1999)，從而促進企業創新(Van Essen et 

al.,2012)。 

2.1.5 家族參與TMT（Family participation in TMT） 

在家族企業中由家族成員擔任TMT是常見的情況，資源基礎觀點認為家族成員涉入(family-involvement)公司經

營會產生具有獨特性、不可分割性的特殊社會資本(Habbershon, Williams & MacMillan, 2003)，但當家族持股愈高，

其控制權將得以謀求家族個人及整體利益(Villalonga & Amit, 2006)；當家族涉入高階管理團隊時，更可以直接影響

公司策略以達成保護家族社會情感財富的家族目標(Chrisman et al., 2012)。家族涉入高階管理團隊時，除了受到任

人唯親影響而常聘任不適任之家族管理者外，管理階層限制於家族成員時，TMT中家族與非家族成員的所有權差

異和潛在的社會等級制度對集體學習(Bunderson & Reagans,2011)、資訊分享(Eisenhardt & Bourgeois,1988)、減少想

法異質性(Pitcher & Smith,2001)將產生負面影響，而這些過程對於決策品質至關重要(Harrison & Klein,2007)。因此，

非家族TMT成員的比例可能是權力分配不對稱的重要根源，這些正式的權力差異可能會主導決策過程，從而影響

決策的品質(Bunderson, 2003)。不但限制了策略決策所需的多元化資訊(Kellermanns & Eddleston,2004)，也限制了拓

展家族以外社會資本的能力(Arregle et al,2007)，不利綠色創新。 

2.2 研究假說 

(一) 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影響  

過去文獻對於家族企業CEO與創新之研究具有正反兩面的研究結果，Crossan & Apaydin(2010)研究發現，由於

家族企業會有傳承下一代的使命，對於永續經營投入綠色專利創新會有更高的意願，雖然綠色專利創新的投入具有

高成本，短期內可能會損害公司的經營獲利，但為企業長期發展來看，投入更多資源進行綠色專利創新是必要且重

要的。Crossan & Apaydin(2010)提出家族企業CEO有潛力透過塑造公司的策略和資源分配從而影響創新投入來影響

公司創新; Sheikh(2018)實證研究表明，家族企業CEO傾向於發揮權力支持企業的創新投資，以增強企業的創新能力，

從而提高企業在競爭市場中的長期競爭力。 

但追求綠色創新具有風險，企業多半認為，追求環保會提高成本，回報又不如預期，所以得不償失。尋求永續

只是社會責任，不符經濟效益，在景氣未完全復甦時必須暫緩 (哈佛商業評論, 2009)。顯示綠色創新不僅具有投資

失敗風險，更有短期看不出成效的遞延效果，對於以保護家族資產為首要目標之家族CEO而言(Zahra, 2005)，為避

免損失 (loss averse) 及保留家族社會情感財富 (socioemotional wealth) (Berrone, Cruz, Gomez-Meji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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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aza-Kintana,2010)，將導致家族企業CEO有風險趨避的特性。由於綠色創新存在高失敗率的風險及遞延效果導

致短期看不出創新績效(Hannan & Freeman, 1984)，因而降低家族企業CEO進行綠色創新的動機。 

在家族企業CEO推行綠色創新的過程中需要高階團隊成員的參與以及管理(Phan, Wright, Ucbasaran & Tan, 

2009)， CEO與TMT權力大小將影響創新策略的形成 (Greve & Mitsuhashi, 2007)。研究發現當家族企業CEO與TMT

權力距離愈大時，CEO與TMT之間的巨大權力差距會導致權力分配不平等，權力大的CEO很可能會主導團隊會議，

導致其他高層管理人員傾向於遵從CEO的觀點而不是挑戰他們(Bourgeois & Eisenhardt, 1988)，當想法無法相互交流，

將進而加深彼此之間的隔閡，而不利綠色創新決策的形成(Qiu & Freel, 2020)。且過去研究發現家族企業CEO與TMT

之間的權力關係對公司進行綠色創新的影響，如Qiu & Freel(2020);Tsao et al.(2021)提出隨著家族管理者的過度介入，

家族成員之間的狹隘利他主義導致了嚴重的裙帶關係和任人唯親，對綠色創新產生負面影響;Kraiczy(2014)認為家

族企業聘用的一些家族CEO缺乏有效管理地理標誌流程的專業能力和資質，且與職業經理人相比，家族CEO通常面

臨綠色知識和技能缺乏、市場訊息封閉、創新能力不足的困境，因此，隨著家族CEO的過度介入，家族成員之間的

狹隘利他主義導致了嚴重的裙帶關係和任人唯親，對綠色創新產生負面影響(Qiu & Freel,2020)，Preston(2008)也指

出權力越大的一方擁有越多的決策權，對整體策略決策的影響也越大;Chrisman(2015)提出家族所有權也會影響企業

的創新產出行為。Tabor(2018)認為當一小部分非家族管理者參與其中，給TMT帶來異質知識和思想時，他們的聲音

往往會因為家族權力過大而被忽視。 

由於綠色創新的能量源自於對於外部資訊更多元的取得，當家族CEO_TMT權力差距愈大，可能會引發內部競

爭和分裂(Harrison & Klein,2007)，這將導致高階管理團隊對永續發展議題的關注較少(Greer et al., 2018)，與對綠色

創新的管理支援較少，進而阻礙家族企業綠色創新活動之發展，相較之下，掌握權力較小一方的TMT，會逐漸形

成沉默螺旋(指如果個人注意到他們的觀點不受群體歡迎，他們將更傾向於保留自己的觀點並且保持沉默)，將限縮

TMT成員提供建議的窗口，以降低TMT的創造力(Yao & Liu,2023)，削弱TMT識別並善用綠色創新機會與資源的能

力，而不利綠色創新資訊的分享，對於家族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策略將產生負面影響。故本研究推論以下假設，提出

假說一: 

H1：家族CEO_TMT權力距離越大，對綠色創新具有負向影響。 

(二)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對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與綠色創新的干擾效果 

    董事會為公司的最高決策單位並確立公司最終的關鍵決策(Forbes & Milliken,1999)。而董事會的成員背景造就

不同的思考邏輯及行為決策模式，研究發現，由具有海外經驗的董事會或高管管理的公司往往會傾向於外國公司的

治理特徵和董事會實踐(Iliev & Roth, 2018)，避稅的可能性較小(Wen et al., 2020)，投資效率更高(Dai et al., 2018)，

發生崩盤風險的可能性較小(Cao et al., 2019)，並且往往具有更高的估值(Giannetti et al., 2015)，且外籍董事對環境績

效具有正向影響(David & Lopez, 2001)。以代理理論的視角解釋，董事會中具有外籍成員比例較高的董事會，具有

更多的獨立性，扮演監控角色，透過積極的監督和建議作用提高公司價值(Bernile et al., 2018)。此外，一些研究發

現，國外經歷不僅可以增強高管的國際知識或管理專業知識，還可以增強一般認知能力，包括創造力、問題解決能

力、領導力和訊息處理能力(Dragoni et al., 2014)，這些能力對於發展綠色創新應該是重要且有幫助的，Estélyi & 

Nisar(2016)即認為國籍多元化程度較高的董事會更有可能對國際市場的需求有更廣泛的了解，利於企業的創新 

(Giannetti et al., 2015)。因此，當外籍董事具有進行變革的意願將有利於企業進行創新等高風險行動(Van Veen et al., 

2014)。 

基於上述，本研究認為聘請外籍董事在創新等高風險決策中是具有非常關鍵的角色(Van Veen et al., 2014);因為

具有外國經驗的董事擁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工作經驗及不同的視野可以給予董事會及經營階層諸多寶貴的意見

(Giannetti., 2015)，因此，當家族企業擁有外籍獨立董事加入董事會，進而增加高管對企業綠色創新的決策，可減

少因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不均，不利家族企業進行綠色創新的負向影響。故本研究推論以下假設，提出假說二:  

H2：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會弱化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負向影響。 

(三)董事會權力對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與綠色創新的干擾效果 

當董事會中的外部董事比例愈高時，代表在董事會監控的權力愈大，較能發揮制衡CEO的效果，以及提供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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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源，並發揮公司治理的監控機制(劉韻僖, 2006)。Eisenhardt(1989)透過代理理論論點，認為外部董事可以更好

地保護所有者利益，較不會有太多的個人利益，也能對抗管理層可能的自身利益，是他們具有實務經驗與學術知識，

可以為公司提供更多見解，進而增加家族企業CEO對綠色創新決策之正面影響(Coles et al., 2008)。過去有學者認為，

若董事會權力高於家族企業與家族CEO時，則會降低家族企業CEO權力，如Kiel & Nicholson(2003)發現更多的董事

等於更多的董事會進行監督，此外還能限制CEO的權力。 

因此，當董事會中的外部董事比例愈高時，代表外部董事在董事會的權力愈高，而外部董事不僅可為公司帶入

更多創新資源，更可以對家族CEO權力進行制衡，降低家族CEO為保護家族社會情感財富而不願進行綠色創新的負

向影響，因此，本研究認為當董事會中的外部董事比例愈高時，代表外部董事在董事會的權力愈高，將可適當調節

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將可降低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負向影響。故本研究認為當家

族企業招聘外部董事越多，將有利公司的綠色創新。故本研究推論以下假設，提出假說三:  

H3：董事會權力會弱化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負向影響。 

(四)家族參與TMT對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與綠色創新的干擾效果 

家族企業的所有權往往集中在一名或多名家族成員手中並參與管理(Chua, Chrisman & Sharma,1999)。家族成員

擔任TMT多為裙帶任命的結果 (Firfiray et al., 2018)。但TMT家庭成員數量越多，對創新活動的不利影響就越大；

反之，當TMT由非家族成員所組成時，對綠色創新具有積極影響(Kraiczy et al., 2014)，Matzler et al. (2015)亦認為TMT

家族管理者比例較高與創新投入較少有關產品組合績效較低(Kraiczy et al., 2014)。當TMT由非家族管理者組成時，

由於他們平時不太關心社會情感及利益，因此會將公司的方向轉向為財務目標(Stanley, 2010)，他們以更理性和客觀

而聞名，因為非家族TMT不太關心潛在的家族關係衝突，反而能使非家族TMT更能發揮自身專業，促進家族企業

的變革與創新(Cruz & Nordqvist, 2012)。許多研究顯示當家庭成員在TMT中的比例達到較高水平時，家族參與的陰

暗面就會顯現(Bauweraerts et al., 2020)。在這種配置下，家族成員網路和聯繫的冗餘限制了維持綠色創新項目有效

實施所需的新的多樣化資訊和資源的獲取(Huang et al., 2016)。 

此外，Kraus et al.(2016)提出非家族高層管理人員可以將成長所需的專業知識和管理經驗帶入家族企業；

Banalieva & Eddleston(2011)發現他們還可以發起組織和財務管理方面的變革；Strike et al.(2015)認為與家族管理者

相比，非家族管理者更願意承擔風險，從而在創新管理方面開闢了機會，非家族管理者的代表性不足也剝奪了組織

在TMT中帶來新穎見解和批判性觀點的關鍵知識和專業知識(Kraiczy et al., 2014)。當一小部分非家族管理者參與其

中，為TMT帶來異質知識和想法時，他們的聲音往往會因為家族權力過大而被忽視(Tabor et al., 2018)，這改變了家

族企業利用認知多樣性來有效選擇和利用綠色創新措施的能力。 

因此，由於綠色創新具其複雜性，更多的家族成員參與TMT會降低透過非家族成員TMT帶來新穎見解和批判

性觀點的關鍵知識和專業知識(Kraiczy et al., 2014)，從而阻礙其及時將綠色創新轉化為更好績效的能力。因此我們

認為在家族參與TMT中，當家族TMT成員占比愈高時，家族與非家族TMT權力的不對等，將會導致衝突的升溫及

減少資訊的流通性及多樣性，反而增加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負向影響。故本研究推論以下假

設，提出假說四:  

H4：家族參與TMT會增加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對於綠色創新的負向影響。 

3. 研究設計與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之影響，並以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董事會權力、

家族參與TMT作為研究的干擾變數。以上述作為研究架構。如下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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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研究架構圖 

研究假說： 

H1: 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是負向影響。 

H2: 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會弱化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負向影響。 

H3: 董事會權力會弱化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負向影響。 

H4: 家族參與TMT會增強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負向影響。 

3.2 研究樣本、研究對象及資料來源 

    本研究欲探討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董事會權力、家族參與TMT對於綠色創

新之關係。研究的樣本期間為2013年至2020年，並以台灣家族上市公司高科技產業公司為主要研究對象，本研究係

以La Porta, Lopez-De-Silanes & Shleifer(1999)，將家族企業CEO定義為凡於單一家族主導公司之最終控制者，由具

有相同利益及目標之一群人（自然人）組成，且彼此間具有「親屬關係」之高科技公司擔任CEO者為研究樣本，資

料來源取自TEJ公司治理資料庫。 

而相關變數資料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董事會權力、家族參與TMT取自於台

灣經濟新報社資料庫(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司年報等。 

3.3 研究變數之定義與衡量 

3.3.1應變數 

(一)綠色創新(Green Innovation) 

Hall & Helmers(2013)將綠色創新定義為凡企業透過取得綠色專利，以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並提高資源有效

利用的任何專利技術均屬之。本研究使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IPC綠色清單中的IPC代碼來檢索家族

企業高科技產業之綠色專利數(Guo et al,2020)。 

3.3.2自變數 

(一)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CEO-TMT power disparity) 

   本研究依 Finkelstein(1992)以聲望權、專家權、結構權、所有權等來衡量 CEO 權力之四項指標，來衡量 CEO_TMT

權力距離之項目，並參考 Helfat & Martin(2015)、Huynh et al(2022)計算權力距離，其定義及衡量方法如下： 

(1)聲望權:係指擔任其它企業的董監事的總數。該變數以 1 到 5 來分類擔任其他企業董監事的數量，1 表示兼任一

個職務、2 為二個、3 為三個、4 為四個、5 為四個以上。 

(2)專家權:係指服務於公司與相同產業的任期，當任期愈長，表示擁有豐富的經營經驗(Milbourn, 2003)。年資是在

公司工作的年數，以 1 到 5 來衡量年資分類，1 表示小於 1 年、2 為 1-2 年、3 為 3-5 年、4 為 6-10 年，5 則為超

過 10 年。 

(3)結構權:採 CEO 雙元性作為代理變數，當 CEO 及 TMT 同時具有 CEO 及董事長頭銜，以虛擬變數 1 表示之，0 則

表示否。 

(4)所有權:指 CEO 相對個別 TMT 所有持股權的比率，衡量方式為 CEO 持股／個別 TMT 成員持股，以 1 到 5 來

衡量相對持股比率的分類，1 表示相對持股比率小於 1 倍、2 為 1-2 倍間、3 為 2-3 倍間、4 為 3-4 倍間、5 則為超

過 4 倍以上。 

為計算家族 CEO-TMT 在四個構面的差距程度，首先以上述各斷層屬性變數定義，參考 Shaw(2004)提出斷層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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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FLS)算法來計算出各樣本年度家族 CEO-TMT 的四項權力構面屬性的斷層(FLS)，家族企業 CEO-TMT 斷層

=FLS職務
𝐽
 = IA職務*(1-CGAI職務

𝐽
)，職務指該管理者為家族 CEO 或為 TMT 成員，IA 指在特定屬性職務下家族

CEO- TMT 成員組內的一致性指標，j 是聲望權、專家權、結構權與所有權四個權力構面中之特定屬性。 CGAIj 表

示特定 TMT 組別間之一致性指標。高內部一致性 (IA) 和低跨組一致性 (CGAI) 表具有高家族企業 CEO -TMT 斷

層。例如家族 CEO 結構權為 0，四個 TMT 結構權亦為 0，其 IA 為 1，CGAI 為 1，FLS 為1 × (1 − 1) = 0；如果家

族 CEO 結構權為 1，四個 TMT 結構權為 0，其 IA 為 1，CGAI 為 0，FLS 則為1 × (1 − 0) = 1。例如 TMT 年資為

小於 1 年，四個非 TMT 年資亦為小於 1 年，其 IA 為 1，CGAI 為 1，FLS 為1 × (1 − 1) = 0；如果 TMT 年資為 1-2

年，四個非 TMT 年資為小於 1 年，其 IA 為 1，CGAI 為 0，FLS 則為1 × (1 − 0) = 1。最後，本研究衡量家族企業

CEO -TMT 權力距離的方法是計算聲望權、專家權、結構權與所有權四個斷層的平均值。這個平均值的大小反映了

家族企業 CEO -TMT 權力距離程度，數值越大表示權力距離程度越高。 

3.3.3干擾變數 

（一）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 (Independent Director’s Nationality Diversity) 

    Giannetti et al(2015)指出外籍獨立董事具有外國經驗的董事，包括教育背景、工作經驗或兩者兼而有之。本研

究透過公司年報獲取有關獨立董事國籍的資訊，當該名獨立董事具有外國經驗或國外教育時，設虛擬變數為1，否

則為0。 

（二）董事會權力 (Board Power) 

當公司董事會中外部董事居多時，其董事會呈現較高的獨立性(Abdullah,2016)，當董事會中的外部董事比例愈

高時，代表董事會監控的權力愈大，較能發揮制衡CEO的效果，以發揮公司治理的監控機制(劉韻僖,2006)，故本研

究根據Abdullah(2016)及劉韻僖(2006)之文獻，將董事會權力以外部董事佔董事會成員總數的比例來衡量，外部董事

定義為董事會的非管理成員，且與家族企業成員無關的外部董事(Webb,2004)。計算方式如下： 

董事會權力=外部董事人數/董事總人數 

（三）家族參與TMT (Family participation in TMT) 

Hambrick & Mason(1984)根據高層理論指出，高層管理團隊(TMT)是透過策略決策來影響公司績效。並將TMT 

成員則定義為公司年報中所列示之高階管理人員(Wong & Wang,2018)。 

本研究根據Klein(2000)將家族參與TMT定義為透過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系統中列出個人所擔任高管級職

位屬TMT家族成員的人數佔總TMT人數比率衡量家族參與TMT程度，所應用的公式如下： 

家族參與TMT=家族高階主管人數/高階主管總人數 

3.3.4控制變數 

    為了避免其他因素對綠色創新也會造成影響，本研究加入了企業規模、資產負債比率、資產報酬率、研發費用

等控制變數。 

（一）企業規模(SIZE) 

Shefer & Frenkel(2005)提出大企業往往比小企業在研發上的投資更多，因此使用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衡量

企業規模。 

（二）資產負債比率(LEV) 

Iqbal et al(2020)認為財務槓桿顯著影響公司的創新和發明，故使用企業的資產負債比率(LEV)來衡量財務槓

桿。 

（三）資產報酬率(ROA) 

Ren et al(2021)提出資產報酬率(ROA)代表經營狀況良好的企業往往更重視企業的綠色創新，故使用資產報酬

率(ROA)作為企業獲利能力的衡量標準。 

（四）研發費用(R&D) 

企業研發投資與綠色創新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Arranz、Arroyabe、Li & Fernandez de Arroyabe,2020)，因此，

我們使用研發費用來衡量企業的整體創新水準(Wagner,2010)，並將研發費用取自然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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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實證模型 

實證模型用於檢驗本研究建立之研究假說，了解家族企業CEO與TMT對綠色創新的影響、並檢驗獨立董事國

籍多樣性、董事會權力及家族參與TMT對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影響是否具有正向或負向之

干擾。 

3.4.1 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之檢測 

    利用模型3.1式來進行檢驗假說H1: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與綠色創新之關係。本研究模型中的自變數為

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CT)，應變數則是綠色創新(GP)，控制變數則為企業規模(SIZE)、負債比率(LEV)、資

產報酬率(ROA)、研發費用(R&D)、產業(IN)、年度(YEAR)。為檢測假設一，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對綠色

創新是否為負向影響，當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不利綠色創新時，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變數之迴歸

係數預期為負數。 

log(GP)=α_0+β1CT+β2SIZE+β3LEV+β4R&D+β5ID+β6YEAR+ε                    (1) 

3.4.2 獨立董事的國籍多樣性的調節效果 

    利用模型3.2式來進行檢驗假說H2，模型中的自變數為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CT)，應變數則是綠色創新

(GP)，干擾變數為獨立董事的國籍多樣性(IN)，控制變數則為企業規模(SIZE)、負債比率(LEV)、資產報酬率(ROA)、

研發費用(R&D)、產業(IN)、年度(YEAR)。為檢測假設二，獨立董事的國籍多樣性減少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

離與綠色創新的負向影響時，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與獨立董事的國籍多樣之交乘項的迴歸係數為正。 

log(GP)=α_0+β1CT+β2IN+β3CT*IN+β4SIZE+β5LEV+β6R&D+β7ID+β8YEAR+ε      (2) 

3.4.3 董事會權力的調節效果 

    利用模型3.3式來進行檢驗假說H3，模型中的自變數為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CT)，應變數則是綠色創新

(GP)，干擾變數為董事會權力(BP)，控制變數則為企業規模(SIZE)、負債比率(LEV)、資產報酬率(ROA)、研發費用

(R&D)、產業(IN)、年度(YEAR)。為檢測假設三，董事會權力減少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與綠色創新的負向

影響時，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與董事會權力之交乘項的迴歸係數為正。 

log(GP)=α_0+β1CT+β2BP+β3CT*BP+β4SIZE+β5LEV+β6R&D+β7ID+β8YEAR+ε              (3) 

3.4.4 家族參與TMT的調節效果 

     利用模型3.4式來進行檢驗假說H4，模型中的自變數為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CT)，應變數則是綠色創

新(GP)，干擾變數為家族參與TMT(FTT)，控制變數則為企業規模(SIZE)、負債比率(LEV)、資產報酬率(ROA)、研

發費用(R&D)、產業(IN)、年度(YEAR)。為檢測假設四，家族參與TMT增強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與綠色創

新的負向影響時，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與家族參與TMT之交乘項的迴歸係數為負。 

log(GP)=α_0+β1CT-β2FTT+β3CT*FTT+β4SIZE+β5LEV+β6R&D+β7ID+β8YEAR+ε        (4) 

4. 實證結果 

4.1 敘述統計 

本研究檢視台灣上市公司中的家族企業，於「公開資訊觀測站」、「台灣經濟新報社資料庫」、「公司年報」中收

集樣本資料，研究期間從2013年12月3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總共為期8年，觀察樣本總數為2,090件。 

（一） 平均數與標準差 

根據表4-1列出之平均值與標準差結果得知，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的平均數為1.74、標準差為0.77，綠

色創新的平均數為1.12、標準差為12.51，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的平均數為0.26、標準差為0.41，董事會權力的平均

數為0.72、標準差為0.17，家族參與TMT的平均數為0.14、標準差為0.17，企業規模的平均數為15.87、標準差為1.33，

負債比率的平均數為41.99、標準差為16.84，資產報酬率的平均數為9.12、標準差為8.39，研發費用的平均數為10.83、

標準差為3.61。資料總筆數為2,090筆。 

（二）相關係數分析 

根據下表4-1所示，綠色創新對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董事會權力、家族參與TMT、企業規模、研發費用有顯

著且低度相關，其他變數無顯著相關；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對家族參與TMT、研發費用有顯著低相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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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變數無顯著相關；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對董事會權力、家族參與TMT、企業規模、研發費用有顯著且低度相關，

其他變數無顯著相關；董事會權力對企業規模有顯著且低度相關，與家族參與TMT有顯著且中度相關，其他變數

無顯著相關；家族參與TMT對企業規模、負債比率、資產報酬率有顯著低度相關，其他變數無顯著相關；企業規

模對資產報酬率、研發費用有顯著低相關，與負債比率有顯著且中度相關，其他變數無顯著相關；負債比率對資產

報酬率、研發費用有顯著且低度相關；資產報酬率對研發費用有顯著且低度相關。 

 

4.2 模型檢驗分析 

(一) 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影響  

  假設H1研究結果如表4-2Model 1所示，所要探討的是當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有負向之影響，

以台灣上市公司樣本進行負二項迴歸分析後之實證結果顯示，beta值是-0.427，Wald值是12.11，P值達顯著水準。結

果支持假設H1：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負向影響綠色創新。 

(二) 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之干擾效果  

假設H2研究結果如表4-2Model 2所示，所要探討的是當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越多時，將減緩家族企業CEO_TMT

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之負向影響，亦即當外籍獨立董事越多時，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越多對綠色創新之負向影響將

減少。實證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與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交叉相乘後，結果顯示beta值是-0.920，Wald值是

13.01，P值達顯著水準。結果不支持假設H2。 

(三) 董事會權力之干擾效果  

假設H3研究結果如表4-2Model 3所示，所要探討的是當董事會權力越大時，將減緩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

離對綠色創新之負向影響，亦即當外部董事越多時，董事會權力越高對綠色創新之負向影響將減少。實證家族企業

CEO_TMT權力距離與董事會權力交叉相乘後，結果顯示beta值是0.621，Wald值是0.70，P值未達顯著水準。結果不

支持假設H3。  

(四) 家族參與TMT之干擾效果  

假設H4研究結果如表4-2Model 4所示，所要探討的是當家族TMT越多時，將增加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

對綠色創新之負向影響，亦即當家族TMT成員越多時，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之負向影響將增加。

實證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與家族參與TMT交叉相乘後，結果顯示beta值是-3.619，Wald值是15.96，P值達顯

著水準。結果支持假設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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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實證結果 

註: ***表示據 1%顯著水準，**表示據 5%顯著水準，*表示據 10%顯著水準。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如何影響綠色創新，且討論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董事會

權力、家族參與TMT對上述關係之干擾，並進行負二項迴歸分析。以下針對本研究的發現提出結論、研究貢獻與

管理意涵、研究限制以及研究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探討家族企業家族CEO_TMT權力距離程度，是否對綠色創新具有負向影響，並加入獨立

董事的國籍多樣性、董事會權力、家族參與TMT進行負二項迴歸分析。由結果得知:家族CEO_TMT權力距離對綠色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常數 
-12.405 

(179.82)*** 

-12.766 

(171.69)*** 

-12.811 

(71.31)*** 

-11.284 

(148.28)*** 

家族企業 CEO_TMT 權

力距離 

-0.427 

(12.11)*** 

-0.175 

(1.68) 

-0.856 

(2.12) 

-0.008 

(0.00) 

獨立董事國籍多樣性  
2.638 

(15.62)*** 
  

董事會權力   
1.691 

(1.35) 
 

家族參與 TMT    
1.523 

(1.03) 

家族企業 CEO_TMT 權

力距離*獨立董事國籍

多樣性 

 
-0.920 

(13.01)*** 
  

家族企業 CEO_TMT 權

力距離*董事會權力 
  

0.621 

(0.70) 
 

家族企業 CEO_TMT 權

力距離*家族參與 TMT 
   

-3.619 

(15.96)*** 

企業規模 
0.282 

(5.55)** 

0.268 

(4.97)* 

0.290 

(8.48)*** 

0.266 

(7.18)*** 

負債比率 
0.005 

(0.56) 

0.006 

(0.85) 

0.006 

(0.98) 

0.005 

(0.54) 

資產報酬率 
0.010 

(0.38) 

0.016 

(1.13) 

0.005 

(0.11) 

0.012 

(0.76) 

研發費用 
0.447 

(17.63)*** 

0.449 

(17.18)*** 

0.379 

(20.67)*** 

0.374 

(19.81)*** 

Log Likelihood -1,348.543 -1,312.223 -1,310.895 -1,290.480 

X2(df) 3,424.972*** 3,497.612*** 3,500.269*** 3,541.100*** 

AIC 2,751.086 2,682.447 2,679.790 2,638.959 

N=樣本 2,090 2,090 2,090 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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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為負相關，家族CEO_TMT權力距離越大，削弱家族企業採綠色創新策略。表示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

越高，可能會引發內部競爭和分裂(Harrison & Klein, 2007)，這將導致高階管理團隊對永續發展議題的關注較少

(Greer et al., 2018)，與對綠色創新的管理支援較少，進而阻礙家族企業綠色創新活動之發展，因此，台灣家族企業

較不傾向綠色創新。而干擾變數之實證結果僅表明家族參與TMT由家族擔任TMT成員增強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

距離對綠色創新之不利影響，其他干擾變數皆未產生正向干擾效果。 

此外，研究結果發現(1)當獨立董事的國籍多樣性越高，家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減緩的效果為

負向顯著。其推測原因為，台灣的家族企業在聘請外籍董事方面相對較少，主要是因為家族企業通常具有較為傳統

的經營模式和家族文化，他們可能更傾向於選擇家族成員或者具有家族關係的人擔任董事。一些家族企業可能認為

讓外國董事加入董事會可能會為公司帶來不利，如需適應當地文化和新住所及語言和溝通障礙涉及心理因素，這都

會使外籍董事需花時間適應公司，並可能導致衝突(Belkacemi et al., 2021)。(2)當董事會權力越高，家族企業

CEO_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減緩效果並不顯著。其推測原因為，部分家族企業較不願意接受外部董事的監督

與參與，這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家族成員或具有家族關係的人更能理解企業的經營文化、家族價值觀以及長期發展

策略，因此更能夠為企業做出符合家族利益的決策。對於家族企業來說，董事會往往更著重諮詢作用，而不是監督

和控制作用(Brunninge et al., 2007)，董事會的獨立性水平可能會因內部董事的組成而降低或受損，特別是當存在血

緣關係時，可能會激發公司董事會和公司內任何人之間的交易關係(Kesner, 1986)，同時，他們可能也擔心外部董事

的意見與家族利益不一致，可能會引發衝突或矛盾，因此較為保守地選擇由自己的人來擔任董事職位。 

5.2 研究貢獻與管理意涵 

5.2.1研究理論貢獻 

過往有關CEO與TMT權力距離的文獻，大多著重在CEO個人或整個TMT的特徵，以及這些特徵與企業綠色創

新之間的關係，較少學者探討CEO與其他TMT成員之間在共同角色下特定邊界和互動的重要影響，簡單來說，就

是說過去的研究沒有充分考慮到CEO與其他TMT成員在共同角色下互動的影響力(Georgakakis et al,2022)，在綠色創

新領域，對於家族企業CEO與其他TMT之間的協同作用，尚未受到足夠的關注，未能深入研究家族企業CEO或TMT

成員在綠色創新方面的綜效；其次，大部分有關TMT特徵與綠色創新關聯的研究都將CEO視為與其他TMT成員具

有同等權力和影響力的個人，忽略了CEO在高階主管策略決策和行為整合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Zhang, Liang, & 

Chen,2021)，這種觀點削弱了理解CEO-TMT互動對綠色創新的綜合影響的能力；最後，現有關於CEO-TMT構面之

研究大多集中在單維度的人口統計差異上，例如CEO-TMT權力差異(Li＆Jones, 2019)和CEO-TMT海外經歷差異

(Xu,2023)，然而，對於CEO和TMT成員之間多重特徵的共同影響缺乏充分的考慮(Tsui & O'reilly,1989)。因此，本研

究從CEO-TMT團體斷層線出發，旨在探討基於多維特徵的CEO-TMT互動對綠色創新的綜合效應。本研究在探討家

族企業CEO_TMT權力距離對綠色創新的影響時，與以往的研究不同之處在於加入家族參與TMT作為干擾變數，旨

在探討其對CEO-TMT權力距離與綠色創新之間關係的調節效應。並從實證結果發現，家族參與TMT有效增強對

CEO-TMT權力距離與綠色創新之間負向關係的調節作用機制，進一步豐富了家族企業綠色創新相關文獻的內涵，

為該領域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與啟示。 

5.2.2管理實務意涵 

當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愈大時，CEO與TMT之間的權力差距會導致權力分配不平等，權力大的CEO

很可能會主導團隊會議，導致其他高層管理人員傾向於遵從CEO的觀點而不是挑戰他們Bourgeois & 

Eisenhardt(1988)，當想法無法相互交流，將進而加深彼此之間的隔閡，而不利綠色創新決策的形成(Qiu & Freel,2020)；

Keltner、Gruenfeld &Anderson(2003)認為權力高的CEO也可能會破壞團隊內的資訊共享，因為權力高的人經常不給

人話語權甚至打斷別人發表意見，並且想要引導他人的談話。因此，當CEO權力過大時，會使TMT對創新策略和

問題的討論可能不再那麼活躍；反之，若CEO權力小於高層管理團隊(TMT)權力，這種差距的縮小使得TMT成員可

以用更少的資源來影響TMT決策(Arendt et al,2005)，在此背景下，CEO 和 TMT 共同充當集體決策機構，換句話

說，決策的各個方面均是由CEO與TMT集體決定的;Vroom & Yetton(1973)也提到這種團隊導向或集體決策形容為

「民主」的決策風格，CEO 和 TMT 之間的分歧會減少，當CEO與TMT權力差距越小時，CEO更願意傾聽TM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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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並給予正面回應。由於CEO與TMT之間的距離較遠，可能會造成資訊傳遞不暢、理解不清等問題，阻礙綠

色創新相關的想法和策略得到有效的傳遞和執行。此外，隨著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的增大也可能降低TMT

成員的參與度和責任感，高層管理團隊(TMT)們可能會感到與CEO之間存在著較大的隔閡和壓力，導致他們對於綠

色創新的投入和積極性降低，甚至會影響到創新的品質和速度，使得企業在綠色領域的創新進展受到限制。另外，

權力距離的增大也可能影響到企業的靈活性和敏捷性，當決策過程中存在著較大的權力距離時，可能會增加決策的

時間和成本，降低家族企業對於市場變化和環境挑戰的應對能力，不利綠色創新。總體來說，家族企業CEO與TMT

之間權力距離的增大對於綠色創新是不利的，可能會阻礙創新的推動和發展，影響企業在綠色領域的競爭力和可持

續發展能力。因此，在實踐中，需管理好CEO與TMT之間的權力關係，創造一個開放、合作和積極的創新氛圍，

促進綠色創新的成功實施。 

由於家族企業在追求創新時都會面臨各種阻礙(Diaz-Moriana et al,2020)，而雇用內部人員擔任高階主管反而可

能使創新變得更加困難，這是因為家族企業可能會陷入思維定劃的限制，無法獲得外部的新觀點和專業知識。家族

企業的特徵是家族在所有權和管理方面都具有影響力，所有權往往集中在一名或多名家族成員手中，其中一些家族

成員也存在於家族企業TMT中(Chua et al,1999)，這種情況可能導致忽視新興市場趨勢和技術變化，進而影響企業的

競爭力和創新能力。當TMT由非家族管理者組成時，由於他們平時不太關心社會情感及利益，因此會將公司的方

向轉向為財務目標(Stanley,2010)，他們以更理性和客觀，不太關心潛在的家族關係衝突，反而更能發揮自身專業，

促進家族企業的變革與創新(Cruz & Nordqvist,2012)，將可有效抑制家族企業CEO與TMT權力距離，因此，家族企

業需要在追求創新的過程中保持開放的思維，並考慮引入外部專業人士或非家族成員，以獲得更多的創新機遇和競

爭優勢。 

5.3 研究限制與建議 

5.3.1 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僅針對TEJ資料庫中家族企業高科技上市公司為母體，尚未考慮其他產業的上市及上櫃公司。 

(二) 未上市或未上櫃公司之家族企業無法從TEJ資料庫蒐集資訊。 

5.3.2 研究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 

(一) 樣本蒐集期間為2013年至2020年，共計8年間台灣所有上市高科技公司為樣本母體，建議未來研究可考慮擴大

研究期間。 

(二) 本研究只考慮了台灣上市高科技公司，並未考察其他產業的企業是否存在企業綠色創新的差異。 

(三) 未來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礎上擴展理論框架，並考慮加入TMT學術經驗、董事會開放性、市場化機制等調節變

數，測試我們的發現是否具有普遍性。 

(四) 本研究僅針對次級資料來蒐集有關CEO_TMT權力距離相關變數，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採用問卷調查或訪談方式

來針對其他上市產業或上櫃產業為家族企業實證對象，進一步了解其他上市或上櫃產業的家族企業是否與本研究結

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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